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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南山坝结构的城镇化发展与 

耕地保护的协调性研究 

唐新 刘萍萍
1
 

【摘 要】基于云南特殊的山坝地貌结构，分析、研究、评价云南城镇化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与坝区耕

地保护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对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内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从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新型城镇化等三个层面选取 10 个指标研究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

的耦合协调关系。从 2006-2019 年，云南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并

依次经历了极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中级耦合协调、优质耦合协调四个过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求使得云

南的城镇化发展、耕地保护与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呈现出良好的协调发展趋势，进一步说明云南新型特色城镇化

建设从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上具有可行性，从而提出云南城镇化发展布局应与山坝地貌结构相结合，注重城镇化发

展的边境特色、民族特色和生态特色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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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国国土规划

纲要（2016～2030 年）》也指出，严格保护并拓展城市开敞绿色空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持耕地质量数量生态并重。可见，

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形成与土地合理利用、保护耕地的良性动态关系。然而，由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性，

从而导致低城镇化率地区在追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囿于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桎梏。比如，2019 年全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排名第一的上海城镇化率达到了 88.1%,而云南的城镇化率只有 48.91%,同时，云南又具有典型的山坝

地貌结构，其山区、半山区占全省总面积的94%,坝子（盆地、河谷）仅占 6%,且优质耕地主要集中于坝区，城镇化发展可利用的

平地资源相当有限。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省面积在 1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 30%,可见，云南正面临着

城镇化建设对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和坝区耕地保护的矛盾。由于云南山多田少的地貌特征，坝区优质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云

南全省人民的“米袋子”、“菜篮子”，保护好云南坝区耕地事关粮食安全和民生大计。同时，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山

区、贫困”省份，又迫切需要依托城镇化来聚集发展要素，实现集约化发展。因此，研究如何协调好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

保护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也做出了相关研究，具

体的研究观点主要分为如下五种：一是认为城镇化发展将会加剧对耕地的占用，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耕地减少的 Granger 原因，[1]

然而建设占用耕地数量的变化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微弱。[2]二是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能促使单位土地的人口和产出的密度提

高，反而能促进对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3]
学者们并通过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了城镇化发展是促进耕地集约利用的

Granger 原因，[4]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高能够正向推动耕地利用集约化。[5]三是认为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是

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时，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6]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发展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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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具有较好的协调度，[7]对耕地保护效应呈现正面效应。[8]四是研究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耕地占用的影响因素，包括房

地产开发、[9]总体经济增长和农村住宅建设、[10]地理因素和自然禀赋，[11]并得出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可持续利用呈负相关关系。[12]

五是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保护耕地的措施，如增设农地发展权、
[13]
确立“全要素”耕地保护体系、

[14]
完善耕地占补制度、

[15]
寻求城

镇化发展的新模式等，[16]应将耕地保护视为新型城镇化的辅助性约束手段而非阻碍。[17]已有文献更多强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占

用之间的矛盾，很少有系统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关系。 

因此，本文基于云南山坝的特殊地貌结构，分别从耕地保护一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一新型城镇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利用

云南2006～2019年的数据进行三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期评价云南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从土地资源利用角度上的可行性问题。 

一、内在机理 

1.耕地保护是云南城镇化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基础 

根据历年《云南统计年鉴》的数据，从 2006年到 2019 年，云南城市建设面积从 536平方公里增加到 1218 平方公里，增长

了 127.2%,年均增长达到 9%;人口城镇化率从30.5%上升至 50.4%,增长了 65%,年均增长 4.7%。由此可见，从 2006 年至 2019年，

云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 2倍。根据云南省的发展规划，今后五至十年将是云南城镇化、工业化

的快速发展期，据统计，云南年均城镇用地净增率将达到 17.7%。更高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有更多的新建城区，有更多的农业人口

转移到城镇，从而对住房、公共设施以及绿色人居环境的要求也逐渐增加，导致对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因此，云南城镇化

发展的对耕地的占用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城镇化水平每增长 1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 153万亩，

耕地减少 615万亩。[18]耕地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是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生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因此，在云南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大力度保护耕地资源，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状态，从而

将限制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2.云南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加强对耕地的保护 

根据史育龙的研究，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建设用地越低，[19]说明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土地的利用方式相较于农村，

更趋向于集约化发展。根据《云南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从 1994 年到 2020 年，云南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 8.1 平方米增长到

49.35 平方米，增长了 6倍；从 2004 年到 2019 年，城市人口密度从 373 人/平方公里上涨到 3133 人/平方公里。由此可见，云

南城镇化发展使城市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可以提高单位土地的资本、技术以及人力投入，可以加强空间的资源聚集。一般而言，

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一是城镇化发展通过城市的中心功能发挥价格调节作用，正因为城市地价

远远高于农村地价，因此，城镇土地单位面积的承载能力远高于农村土地的单位面积；二是城镇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

城市，将会空置一部分宅基地等农村用地，通过对空置农村土地的合理整治，提高规模化的土地种植经营，也将进一步减少耕地

压力。总之，如果在城镇化发展中能够提高所需的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度，也就能够有效地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3.遵循土地集约利用的原则，是实现云南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重要途径 

纵观历史发展趋势，城镇化发展初期一般都是以扩张土地为主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这就必然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少;但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发展所固有的空间集约利用形式，将会提高对土地的集约利用，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的高度发展

有利于对耕地的保护。2019 年云南人口城镇化率为50.4%,而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 60.6%,可见云南的城镇化率还比较低。如果

以 60%的城镇化率作为发展目标，以年均 1%的增长速率测算，云南还需 10 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因此，未来 10 年云南的城镇化

发展仍然将面临着与耕地占用的矛盾。只有遵循土地集约利用的原则，才是共同实现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重要途经，这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用以建设住房、公园、商场等以及城市必备的各项配套项目，而云

南的山坝地貌结构决定了云南可供利用的平地资源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加强对云南坝区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发展山地特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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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城镇化发展中，建设用地和耕地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城镇化发展要不断扩张建设用

地，则必然会减少耕地，相反如果城镇化发展中能够加强对土地的集约利用，减少对建设用地的扩张利用，则进一步会保护耕

地。历史实践证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发展将进一步发挥空间集聚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容积率，能够减缓对

耕地占用的压力。 

二、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 

表 1云南耕地保护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计算公式 单位 

耕地 

保护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总人口 亩/人 

粮食单产 
粮食总产量/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吨/公顷 

耕地面积占全省土

地面积比重 

耕地面积/全省土地

面积 
% 

城镇建 

设用地 

集约度 

城市建设用地地均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亿元/ 

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地均

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三产业增加

值/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 

亿元/ 

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人口

密度 

城镇人口/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 

人/平方

公里 

新型城

镇化水

平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总人口 % 

产业城镇化 
第二、三产业值

/GDP 
% 

资源环境城镇化 

人均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在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及计量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本文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三方面设计云南

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指标。为了体现云南山坝结构的特色，其中，耕地保护不仅从耕

地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考察，而且还考虑了云南耕地占全省土地面积的比重；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情况选取了城市建设

用地地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用地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城市建设用地人口密度三个指标；新型城镇化水平选取了人

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以及资源环境城镇化的相关指标。 

2.指标权重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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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 n个评价指标 di(i=l,2,…，n),每个指标的权重 wi。由于评价云南省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

化的耦合协调程度的指标体系所涉及的指标较多，因此，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拟采用变异系数法对 

各指标进行赋权，假定第 i个指标的平均值为(Xi),标准差为 Si,因此，第 i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Vi可以表示为： 

 

则第 i个指标的权重可表示为： 

 

表 2指标权重的确定 

类别 指标 权重 

耕地保护 

人均耕地面积 0.25 

粮食单产 0.64 

耕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比重 0.11 

城镇建设

用地集约

度 

城市建设用地地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0.57 

城市建设用地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 0.34 

城市建设用地人口密度 0.09 

城镇化水

平 

人口城镇化 0.29 

产业城镇化 0.03 

资源环境城镇化——人均绿地面积 0.45 

资源环境城镇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23 

 

3.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假设每个指标的最大值为 maxi,最小值为 mini,xi为第 i个指标

的实际观测值，则每个指标归一化数值的计算公式为： 

 

di 的取值在 0到 1之间，di值越大，表示该指标表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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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计算耦合度。设变量Ui(i=l,2,...m)、Uj(j=l,2,...n)分别表示系统，

则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耦合度值 C[0,1],C 值越接近于 1,耦合度越大，C值越接近于 0,耦合度越小。 

当存在 3个系统时，可以直接得到它们的耦合函数为： 

 

式中：C3j 表示第 j年份个系统的耦合度，介于 0～1之间，且C越接近于 1,说明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越强，反之越弱；

Uij、U2j、U3j 分别代表耕地保护系统、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以及城镇化水平系统第 j年份的综合分值。 

 

其中，T3j 表示 3个系统的第 j年份的协调指数，反映系统的整合发展水平；α、β、γ为待定系数，因为耕地保护、城镇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以及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度相同，因此假定α=β=γ=1/3。 

 

其中，D3j 表示 3个子系统第 j年份的耦合协调度，反映各个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耦合程度的大小和协调程度的好坏。 

5.耦合协调度判断标准 

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将“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分为三大

类十个亚类进行评价。 

表 3“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 

大类 耦合协调值（D值） 亚类 

失调 

衰退 

区间 

0～0.09 极度失调衰退 

0.10～0.19 严重失调衰退 

0.20～0.29 中度失调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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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39 轻度失调衰退 

过渡调 

和区间 

0.40～0.49 濒临失调衰退 

0.50～0.59 勉强耦合协调 

协调发 

展区间 

0.60～0.69 初级耦合协调 

0.70~0.79 中级耦合协调 

0.80～0.89 良好耦合协调 

0.90～1 优质耦合协调 

 

三、结果与分析 

利用上述公式（1）～（7）,求得云南省 2006～2019 年耕地保护一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度一城镇化水平的 3类系统各自的综合

指数、耦合度C、协调指数 T以及耦合协调度 D,并根据表 3的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判断云南省 2006～2019年耕地保护一城镇

建设用地集约度一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情况。 

 

图 1“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表 4云南省“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耕地保护 

综合指数 U1 

城镇建设用地 

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U2 

城镇化 

综合指数 U3 
耦合度 协调指数 T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类型 

2006 0.307 0.106 0.000 0.000 0.138 0.000 极度失调衰退 

2007 0.285 0.019 0.184 0.611 0.163 0.315 轻度失调衰退 

2008 0.234 10.077 0.251 0.882 0.187 0.406 濒临失调衰退 

2009 0.252 0.134 0.429 0.898 0.272 0.494 濒临失调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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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115 0.160 0.598 0.764 0.291 0.471 濒临失调衰退 

2011 0.301 0.222 0.696 0.885 0.406 0.600 初级耦合协调 

2012 0.362 0.408 0.765 0.945 0.512 0.695 中级耦合协调 

2013 0.503 0.654 0.722 0.989 0.626 0.787 中级耦合协调 

2014 0.538 0.599 0.770 0.989 0.635 0.793 中级耦合协调 

2015 0.561 0.639 0.791 0.990 0.664 0.811 良好耦合协调 

2016 0.593 0.727 0.863 0.988 0.727 0.848 良好耦合协调 

2017 0.703 0.824 0.916 0.994 0.814 0.900 优质耦合协调 

2018 0.777 0.896 0.966 0.996 0.879 0.936 优质耦合协调 

2019 0.792 0.914 0.992 0.996 0.899 0.946 优质耦合协调 

 

 

图 2“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度 

图 1、图 2 和图 3 分别演示了云南省 2006～2019 年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 D、耦合

度 C和协调指数 T的变化趋势。其中，D1为耕地保护一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耦合协 

调度，D2为耕地保护——城镇化耦合协调度，D3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C1为耕地保护——城镇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耦合度，C2 为耕地保护——城镇化耦合度，C3 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度;T1 为耕地保护—

—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2为耕地保护——城镇化协调指数，T3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协调指数。从

这 3个图来看，各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主要经历了从极度失调衰退转为濒临失调衰退（2006～2009）、在濒临失调衰退区域降低

（2009～2010）、从濒临失调衰退转为中级耦合协调（2010～2013）、从中级耦合协调转为优质耦合协调（2013～2019）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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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协调指数 

1.趋势分析 

第一阶段：2006～2009 年，虽然 D1呈现出明显递减后递增的波动趋势，但 D、D2和 D3总体都呈现出上升趋势，D从极度失

调衰退转为濒临失调衰退（从 0.001 上升到 0.494）,D2 从极度失调衰退转为勉强耦合协调（从 0.074 上升到 0.574）,D3 从极

度失调衰退转为濒临失调衰退（从 0.057 上升到 0.490）,而 D1从濒临失调衰退降为中度失调衰退又转为濒临失调衰退（从 0.425

下降到 0.270 又上升到 0.429）。具体分析来看:①该阶段耦合度 C1从 0.874 降为。.481 后又递增为 0.952,协调指数 T1 由于受

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相对较低并在低位呈现递减趋势（从 0.206 下降到 0.193）,可见耦合协调度 D1 主要受耦合度 C1的影响较

大。②该阶段耦合度 C2从 0.036上升到0.966,呈现出较强的递增趋势，说明耕地保护与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强关联性；协调指数

T2 在低位表现出相对平稳增长的趋势（从 0.153 上升到 0.341）,由此可见，耦合协调度 D2 受耦合度 C2 和协调度 T2 的共同影

响。③该阶段耦合度 C3 表现出较强的增长趋势（从 0.061 上升到 0.852）。协调指数 T3在低位呈现平稳递增趋势（从 0.053 上

升到 0.282）,因此，耦合协调度D3主要受到耦合度 C3的影响。④该阶段 Tl、T2、T3总体都在低位运行，这是由于云南城镇化

初始水平较低所致。其中，T2、T3 呈现增长趋势，而 T1 却呈现递减趋势，这可能是因为云南 2006～2009 年城镇化发展速度较

快，城镇化率从 2006 年的 30.5%上升到 2009 年的 34%,年均上升接近 1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2009～2010年，D、DI、D2的下降趋势较明显，只有D3处于上升趋势，D在濒临失调衰退区域有所降低（从 0.494

下降为 0.471）,D1 从濒临失调衰退降为轻度失调衰退（从 0.429T 降为 0.368）,D2 在勉强耦合失调区域有所降低（从 0.574 下

降为 0.512）,D3 从濒临失调衰退转为勉强耦合协调（从 0.490 上升到 0.556）。具体分析来看：①该阶段耦合度 C1 在高位平稳

上升（从0.952上升到0.986）,协调指数 T1在低位下降（从0.193 下降到 0.137）,可见耦合协调度 D1的下降主要受协调指数

T1 的影响。②该阶段耦合度 C2 在高位下降较多（从 0.966T 降到 0.735）,协调指数 T2 平稳上升（从 0.341 上升到 0.356）,可

见耦合协调度 D2 主要受耦合度 C2的影响。③该阶段耦合度 C3 在高位有所下降（从 0.852 下降到 0.816）,协调指数 T3表现出

良好的增长趋势（从 0.282 上升到 0.379）,因此，耦合协调度 D3 主要受协调指数 T3 的影响。④该阶段耦合协调度的下降，主

要是因为 2009年国家政策提出要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在强有力政策的刺激下，增加了对建设用地的需

求，从而造成了对耕地保护的压力。 

第三阶段：2010～2013 年，D、DI、D2、D3都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势，D从濒临失调衰退转为中级耦合协调（从 0.471 上升到

0.787）,D1从轻度失调衰退转为中级耦合协调（从0.368上升到 0.757）,D2从勉强耦合失调转为中级耦合协调（从0.512上升

到 0.776）,D3从勉强耦合协调转为良好耦合协调（从0.556上升到 0.829）。该阶段耦合度 Cl、C2 和 C3总体都呈现出高位上涨

趋势，协调指数Tl、T2 和 T3呈现出从低位到中位的攀升趋势，表现出了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关联性强

度递增的趋势，这是因为云南省 2011年推出了《云南省城镇体系规划 2012～2030》的城镇布局，在《规划》中详细提出了城乡

发展空间布局、各级中心城镇的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以及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规划，并明确了资源保护的利用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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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强调了山坝建设用地的分类要求。 

第四阶段：2013～2019年，D、DI、D2 和 D3 都继续处于高位攀升趋势，D、DI、D2 从中级耦合协调转为优质耦合协调（D从

0.787 上升到 0.946,D1 从 0.757 上升到 0.922,D2 从 0.776 上升到 0.941）,D3 从良好耦合协调转为优质耦合协调（D3从 0.829

上升到 0.976）o该阶段耦合度 Cl、C2 和 C3 总体都处于高位平稳趋势，协调指数 Tl、T2 和 T3 也都呈现出从中位到高位的攀升

趋势，表现出云南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较好的耦合协调趋势。这是由于受政策的影响，云南近年

的城镇化发展注重了坝区耕地保护，提高了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度，城镇化发展也逐渐转而向培育绿色城镇化的指标迈进。 

2.云南省“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转为优质耦合协调的原因分析 

（1）云南人口城镇化呈现“低水平、高速发展”的态势，加强了对耕地的保护。从 2006～2019年，云南 16个州市中有 13

个州市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在 4.1%～5.5%之间，普遍增长较快，呈现出“低水平、高速增长”的态势。一般而言，随着农

村人口增加，农业耕地相对减少，尤其是在云南山坝地貌结构的现实约束下，人地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这势必导致农村剩余人

口对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的渴求。由于近十几年来云南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稳定转移，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镇化发展中规模化人口的形成。
[21]
 

（2）云南城镇化建设发展单极性凸显，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弹性小。云南城镇化发展呈现出非常典型的“核心——边缘”特

征，滇中地区是核心区，其他次区域都是边缘区，严重依赖于滇中核心区的发展，滇中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单极性作用凸显。同时，

由于受云南山坝地貌结构的影响，城镇人口相对较集中于滇中地区，其他地区却因山地地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聚集人口，城市

化建设发展速度缓慢。根据最新的中国人口城市规模划分等级，截止到2019 年，由于昆明城镇人口低于 500 万人的标准，被列

为 I 型大城市；曲靖、玉溪、昭通、普洱、临沧的城镇人口在 100 万～300 万之间，为 I型大城市；宣威、楚雄、弥勒、文山、

保山、丽江、景洪、大理的城镇人口在 50万～100 万之间，为中等城市；安宁、腾冲、个旧、开远、蒙自、芒市的人口在20万～

50万之间为 I型小城市；泸水、香格里拉、瑞丽的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下，为北型小城市。总的来看，2019 年，云南有 1个 I型

大城市，5个 U型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9个小城市，97个县。由于欠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云南的城市体系不健全，中小

城市比重较高，占 74%。因此，云南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相较于其他城市较慢，从而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弹性较小。 

（3）云南新型特色城镇建设规划的实施，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云南省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指出，在基

于云南山坝地貌结构的现实基础上，云南应以保护坝区耕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协调城乡发展为原则，将城镇化发展布局与

山坝结构相结合，在集约节约利用坝区土地资源的同时，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山地资源。因此，云南在加大力度发展新型特色城

镇化过程中，注重构建山区坝区联动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保障城镇化发展与自然资

源环境的协调，加强城镇化发展的边境特色、民族特色和生态特色，积极打造生态宜居的特色城镇，如高原盆坝型城镇和高原湖

滨型城镇。云南新型特色城镇建设规划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耕地保护一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一新型城镇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利用云南 2006～2019年的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度

研究，研究发现，2006～2019 年云南耕地保护一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并依次经历了极

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中级耦合协调、优质耦合协调四个过程，可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与耕

地保护以及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呈现良好的协调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说明云南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从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

上具有可行性。 

受云南山坝地貌结构的影响，城镇化发展如果一味地占用坝区耕地，将造成严重的人地耕地矛盾，而且也会进一步制约城镇

化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为了进一步提高云南耕地保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云南的城镇化发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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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其“边疆、山区、民族、生态”的特点，加强利用山区土地，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型特色城镇。 

1.借鉴山城锡耶纳特色城镇的发展经验，破解云南城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桎梏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锡耶纳古城，是一个坐落于几座小山丘之上的山地城市，由于其具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风格、色彩艳丽的

建筑外观以及蜿蜒的街道而成为一座驰名世界的文化旅游城市。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城市形态具有山城特征，它不像其他

城市道路那样曲直分明，而是沿着地形自然呈弯曲状，因此整个城市沿山脊发展呈自由式布局，从而具有非常典型的山城特点，

[22]如远离大都市，原生态环境未被破坏；具有与大都市相连的便捷的铁路交通；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服务业、手工艺以及轻

工业，工业经济不发达；拥有极具特色的地方小吃，还拥有许多文物古迹和完好的古城风貌；建筑外部色彩统一;非常重视自己

的传统节日文化等。 

云南的山地城镇建设可以通过总结意大利著名山城锡耶纳特色城镇的发展经验及启示，破解因山坝地貌结构对云南城镇化

发展带来的空间结构演化桎梏。云南的山地城镇建设可以综合不同用途，以体现特色城镇规划的多样性：第一，依靠山区建设的

城镇内部区域的功能最好多于两个。第二，大多数街道的设计要容易拐弯。第三，应保留原有的、年代久远的建筑物，同时也要

搭配新建建筑物，颜色、特点各不相同。第四，要保证农业转移人口的大量涌入，保证新建城镇的人流密度。 

2.充分利用山地资源，打造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的特色城镇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加大力度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并且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融入新型特色城镇

的规划建设中，打造具有民族特色文化资本的新型特色城镇，要让新型特色城镇发展不仅能融入青山绿水，而且能“记得住乡

愁”。一是新型特色城镇应体现出民族特色文化，甚至可以成为民族特色文化的空间重构，比如在新型特色城镇的空间布局中，

人行道、街区公园、城镇街区、建筑外观、景观等都应该具有民族文化的辨识度，使新型城镇建设成为民族文化体现的“场域”。

二是云南新型特色城镇也应体现保护与创新的融合特点，不仅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更要结合现代化建设进行创新性的

保护。比如，通过引入多类型的历史街区，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民俗风情等体现在城镇生活体系中，同时将特色商品、特色

旅游、特色餐饮、特色商贸等进行融合，通过打造现代化的品牌文化凸显民族特色，从而实现对新型城镇特色空间的创新性保

护。 

总之，基于“安全、保护、经济、文化多样性、民俗化、原生态化”的原则，以“田园城市”以及“文化城市”的理念推动

云南新型特色城镇的发展，这样不仅实现了对坝区耕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保护，[23]而且也提高了对山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强化

了云南城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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